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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義與現代中國文學

⊙ 白春超

 

孔子在《論語》中討論文化變遷及其未來趨向時，曾經說過這樣一番話：「殷因於夏禮，所

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其實，何止夏商

周三代，近現代以前的整個中國古代文化大都以自我「損益」和自我更新的方式演變，雖有

一定程度的變化，但始終保持其主體格局的穩定和整體框架的不散。近現代以來「千古未有

之變局」徹底打破了這種狀況，改寫了中國文學歷史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拋棄「托古改制」的

習慣套路，而是像魯迅所倡導的「別求新聲於異邦」，選擇了一條廣泛汲取和借鑒西方異域

文學的經驗來重構民族新文學的道路。

伴隨著歷史縱坐標上文學現代化的啟動，西方文學思潮洪水一般湧入中國。鄭伯奇在總結第

一個十年的新文學時指出：「短短十年中間，西歐兩世紀所經過了的文學上的種種動向，都

在中國很匆促地又很雜亂地出現過來。」1現代中國作家兼容並包、「想遍嘗一切新鮮的『異

味』」2的接受心態使得各種西方文學思潮都能在中國尋找到知音和「市場」，於是，在西方

縱貫幾個世紀、原本有著一定興盛衰替的時間規律的眾多「主義」都一齊堆積在一個時間平

面上。其中當然也包括根基深厚、源遠流長的古典主義，鄭伯奇所列舉的「紛至沓來地流入

到中國」的西方文學思潮中，就明確的包含「新古典主義」在內，確認「浪漫主義、現實主

義、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甚至表現派、未來派等尚未成熟的傾向」都在文壇上「露過一

下面目」。3

一股腦地拿來西方在幾百年間積累起來的文學成果為我所用，固然給現代中國文學帶來了活

躍與繁榮局面，同時也造成了它的複雜、無序狀態。且不說目前學界所關注的現代中國文學

在整體上與西方文學的「錯位」、發展的不同步性，就其內部成分而言，來自於西方的各種

文學思潮一般都未得到充分展開，並且被不同程度地誤讀、修改、變形，或化腐朽為神奇，

或易橘而成枳。因為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等文學思潮在西方語境中各

有其存在的現實背景和歷史原因，也各有其相對突顯或佔支配地位的時代，在西方文學史上

呈線性發展、順次演變和推進的態勢，一旦把它們從具體的語境中抽取出來，它們的性質、

意義、功能以及相互關係都會發生根本的變異。而現代中國文學恰恰就是把各種西方文藝思

潮從其具體語境中抽取、剝離出來，置於同一時空內，使它們層疊、累積、紐結在一起，成

為混沌一片的團塊狀態，由一種歷時性的存在轉化為一種共時性的存在，從一種循序的演進

轉換成空間的疊架。茅盾30年代對此現象描述道：西方「近代文學的各種-ism都在我們文壇

上起過或大或小的泡沫，然而又不是此興彼伏的遞代，而是同時交流，成一個大漩渦。」4自

不待言，這樣必然造成西方各種「主義」原意、本義的流失或增殖，它們已不是地道的原裝

貨，而經過了改裝和過濾。就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而論，它與其說是移植，毋寧說是

整合、重構，當然不是西方古典主義原封不動的搬運，而是一種新的合成或曰「再生」。



基於這種理解，我們不妨對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作一粗略梳理與宏觀掃描，以大體上

勾勒出它的流變軌跡和整體輪廓。

由於五四新文學運動所希望和努力要達到的目標是與當時世界先進文學潮流的接軌，關注、

取法新潮是其重點，顯得過時、保守的歐洲十七世紀古典主義文學思潮是被超越的對象。所

以，在現代中國文學中，從文化立場、審美理想和理論形態上都自覺體現著古典主義特徵的

學衡派和稍後的梁實秋，他們的文學理念並非直接來源於歐洲十七世紀古典主義，而是源於

美國以白璧德（Irving Babbitt）為代表的新人文主義。作為二十世紀文化保守主義派別，

新人文主義力圖復活古典人文精神以解救西方現代社會的危機。在倫理觀上，它反對人道主

義，認為人道主義肯定感性欲求和人的自然權利，導致了任情縱欲、道德淪喪，主張以道德

理性節制情感，通過自律、克制來達到個體完善。在文學觀上，認為浪漫主義放縱情感與想

像，以個體取代倫理原則的普遍性，背離了和諧、均衡的美學原則，它要以理性精神為基

礎，重建古典美學理想。事實上，新人文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歐洲古典主義的延伸與整

合，梁實秋在30年代就說過：「人文主義的文藝觀即是古典主義的一種新的解釋。」5二十世

紀末，有學者曾就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和白璧德人文主義加以對比分析，認為後者其實

是「不折不扣的新古典主義」。6

學者沈衛威發現：吳宓「在日記中，有時把Humanism（人文主義）與Classicism（古典主

義）等同。」7學衡派是現代中國文學中古典主義的初興，他們所闡發的關於文化、文學的看

法，代表了文化重構過程中的另一種趨向穩健的文化抉擇，其中不乏有價值的見解。但是從

理論上看，學衡派諸人的文章多半是對白璧德新人文主義學說的闡釋和發揮，並無多少自己

的創造。其主要文學觀念是：反對「立言新奇，務求其偏激」的文學態度，主張用傳統的古

典的價值標準來衡量文學；反對文學中的浪漫主義和情感至上，強調道德理性的指導作用；

在創作上反對「惟新是趨」，主張「模仿」、採用舊形式，保持文學傳統的連續性等。這在

現代性尚未充分發展、傳統仍然桎梏著精神的情況下，無疑不合時宜，也同獨創地表現現代

人思想情感的世界文學潮流不無悖逆。尤其是它對文言的堅守，對白話持居高臨下的不信任

態度，更是與新文學背道而馳，有違時代的大方向。因為語言決不只是形式問題，而具有思

想本體性，用文言來「昌明國粹」， 乃是對傳統的真正維護，確實管用，但用以「融化新

知」、來傳達西方思想則無疑方枘圓鑿，難以奏效。文言的使用最終使學衡派的「新知」變

了形，從根本上「歸化」了他們具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在此意義上，新文學陣營把學衡派視

為「復古」、「逆流」似乎並不為過，胡適稱《學衡》為「學罵」，大有不屑一顧的口吻。

李何林總結道8：

總觀「學衡派」無論對於中國文學或西洋文學的主張，大有「古典主義」者的口吻，其

站在守舊的立場，反對此次資產者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也很有點「古典主義」

的氣息；可惜因為只是代表舊勢力的最後掙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種「古典主義」

的文藝思潮，而且也沒有甚麼作品。

總的來說，學衡派的文學觀基本上屬於文化保守主義和道德理性主義的層面，在理論上沒有

跳出西方的窠臼，而且缺乏具體的美學內容和文學體驗。

學衡派的文學主張並不系統，沒有形成有個性的古典主義理論模式和規範，被稱為新月派理

論家的梁實秋完成了這一任務。梁實秋原本就有穩健節制的文學傾向，赴美留學期間成為白

璧德的入室弟子，對新人文主義多有共鳴並深受其影響，促成了他古典主義文學觀的形成。



與學衡派相比，梁實秋的理論儘管也強調道德理性，但其文學性、美學性或曰文學「本體」

方面的內涵確實有所增強，並且開始貼近中國具體的文學創作實際，不再像先前的學衡派那

樣，基本上隔膜於當時的文學創作，只是根據古典主義的原則對新文學進行道德評判。因

此，梁實秋的古典主義受到了文學界的認真對待和關注，再也不是「復古」一詞所能輕易打

發的了，其中有些觀點還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反響久遠、不絕如縷以至於今。比如，梁實秋

提出早期新詩注重的是「白話」而不是「詩」等觀點，嚴謹如朱自清等詩論家在總結新詩時

曾不斷加以引述，海外學者李歐梵接過梁氏現代中國文學「浪漫趨勢」的論斷，於1970年代

寫成很有影響的《中國現代作家中浪漫的一代》一書。即使痛罵梁實秋為「喪家的資本家的

乏走狗」的魯迅，在學理上也不能不慎重對待梁氏。據學者分析，魯迅在與梁實秋的論戰

中，寫於1930年初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顯示出一種以前或以後都少有

的溫和態度。而且這篇文章比起他1931年和1932年撰寫的文章，很少那種教條性，因為他同

意梁實秋的觀點：宣傳不是文學，過去那些左的口號並沒有產生無產階級新文學。」9

作為古典主義理論的自覺代表，學衡派與梁實秋在現代中國文學中彷彿是兩個孤零零的特

例。然而，實際上，由於「古典」與「現代」的複雜糾葛以及在現代文化發展中傳統不可忽

視的影響，他們所代表的文化理念與審美理想對新文學的影響和滲透仍然十分明顯。由於新

文學統一戰線的分化，一些人在反思新文學運動的得失中對傳統的正面價值開始重新認識，

與此同時，隨著政治局勢和社會現實的變化，傳統成為不少人的精神慰藉和心靈的避風港。

早在20年代，胡適就有「整理國故」的呼籲，周作人從「叛徒」退居到「苦雨齋」中做起了

「隱士」，30年代又寫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為新文學溯源尋根續「家譜」，千方百計

地把它安放於中國傳統文學的系統中。兩位新文學先驅的「轉向」既反映了人類文化中某種

規律性的意向──當新起的文學突破舊的傳統取得「立」的資格和合法性以後，它總會尋找

時機來彌補失落了的環節，以完成歷史的鏈接──也對後起作家起著不小的示範作用。在這

種背景下，古典主義那種「融化中西」的文化理念和節制、均衡、和諧的美學思想介入新一

輪的文學建設成為可能，其影響突出表現在主流文學之外的新月派、京派等作家群體中。

新月派諸人並不是梁實秋那樣嚴格意義上的古典主義者，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甚至頹廢主義

的因素都能在他們身上發現，這是一個較為複雜的文學群體。不過，把他們維繫在一起、以

整體面目呈現出來的與其他文學流派區別開來的基本美學思想還只有以古典主義概括才較為

合適。錢理群在《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指出，新月派的理論「重現」了當年「梁啟超、

學衡派的某些理論原則、思想」。旅居美國的漢學家董保中說，新月派在文學藝術上的一個

共同觀念，就是「一種平衡、中和、抑制及道德與藝術良心的合協。」10他還曾以新月派作

博士論文，題目就是〈秩序和形式的追求：新月社及現代中國的文學活動（1928─1935）〉

朱壽桐的專著《新月派的紳士風情》也以理性、秩序、規範等來概括新月派的文化、文學品

格。理性節制情感、人性的「健康」與「尊嚴」是飄揚在新月文學城堡上的旗幟，也是新月

作家反覆強調、共同遵守的紀律。朱湘表白，文學的本質是一成不變的人性，古典文學之所

以感動著後世讀者，正因為「它們能把永恒的人性捉到一相或多相。」11連浪漫氣質濃郁，

詩文「濃得化不開」的徐志摩在代表新月派說話時也宣稱：「感情不經理性的清濾是一注惡

濁的亂泉」。在人性、理性文學觀的指導下，新月派的創作無不帶有古典主義的色彩。聞一

多提出新詩格律化的主張，鼓吹詩的「三美」理論，造成一種影響深遠的新月詩風，它以

「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糾正了詩壇的粗率與散漫，「在新詩與舊詩之

間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橋梁」，12把中國新詩推進到藝術「自覺」的時期。包括「國劇運動」

在內，新月戲劇強調中國與西方戲劇的有機結合，「是在全盤西化與保守復古的戲劇論爭之



間所代表的第三種方向」。13葉公超指出新月小說家處理素材時有兩種態度，一是「必須以

豐富的情感來充實其人物與情節的想像的真」，同時又「非得以理性來駕馭其內容。」14

在京派文學中，古典主義的影響同樣可見。京派作家由於身居文化古都，過著一種相對穩

定、自由、閒散的學院生活，養成了從容矜持的傳統學者風範和不偏不倚、不溫不火的處世

態度，力圖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化、商業化的文學選擇，專注於「純正」文學趣味的培植，

他們很容易認同和接受和諧、節制、恰當的古典主義審美原則。朱光潛把「和平靜穆」標為

詩的極境，還說他和梁實秋都傾向於古典主義，在做人和為文上都推崇「從心所欲不逾矩」

的境界。卞之琳說自己寫詩「總傾向於克制，彷彿故意要做『冷血動物』」15，他明確承

認，自己在30年代的創作「在文學表層意義的傳達問題上卻一貫接近梁實秋的新古典主義所

要求的明白清楚。」16李健吾雖欣賞法國印象主義批評家的名言「靈魂在杰作之間的奇

遇」，但他的文學批評與創作卻把「中國克臘希克的理想是『不逾矩』，理智和情感合二為

一」奉為最高的審美追求，以此為標準，他認為整個現代小說都存在著「情勝於理」，「熱

超過冷」的「通病」。17為糾正這一流弊他自己的行文「極其冷靜」，「我用理智駕馭我的

熱情，把這看做一種創作的方法，絕不願意叫它淪為傷感一類的東西。」18

新月派和新人文主義的聯繫是直接的，從「健康」與「尊嚴」的口號到格律詩的試驗都反映

了新人文主義的理論影響。而京派缺少這種直接的聯繫，而且沈從文和蕭乾編輯的《大公

報．文藝副刊》還排擠了吳宓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然而他們精神上卻不乏聯繫和

相通，梁實秋稱五四文學是一場浪漫的混亂，年輕氣盛的蕭乾更是口無遮攔、極而言之：五

四文壇成了「一個瘋人院：煩悶了的就扯開喉嚨呼嘯一陣；害歇斯底裏的就發出刺耳的笑

聲；窮的就跳著腳嚷出自己的需要；那有著性的苦悶的，竟在大庭廣眾之下把衣服脫個精

光。」19京派核心人物沈從文宣稱把文學當作經典的重造，他特別重視「恰當」：「文學作

品上的真善美條件，便完全從這種恰當產生」而「一個作品的恰當與否，必需以『人性』作

為準則。是用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共通處多差別處少』的共通人性作為準則。」20沈從

文還反對迷信天才，強調「耐性」，這些代表了京派作家共同的追求，也體現了古典主義的

基本思想。鑒於當時文壇的狀況，新月派側重於形式和格律的建設，稍顯拘謹、清高和保

守，到了京派則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並重，技巧上要求妥帖、恰當的同時，還十分關注「民

族品德的消失與重建」，倡導誠實、嚴肅的創作態度，紳士貴族氣減弱，眼光轉向「鄉下

人」，對中國社會現實有所貼近，文學視野也開闊了許多。

從以上簡單的勾勒可以看出，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顯示了一種逐步深化的趨勢。從學

衡派的注重道德內容到新月派的注重格律，再到京派強調內容與形式的和諧，走過了一個從

片面到綜合，從偏執到圓熟，從單純的理論構建到介入創作實踐的過程。古典主義強調普遍

恒久的文學因素，但也在立足於其基本原則、精神的前提下，針對具體的文學「場景」謀求

著變革。相對於同時期比較激進的文學思潮，它是保守的，就其自身的發展而言，它在不同

階段所保守的東西並非一成不變，學衡派尚停留於在語言工具層次上對文言的堅守（後來

《大公報．文學副刊》時期得以改觀），新月派相對於自由散漫守持著格律，京派則在政治

化、商業化的浪潮中呵護文學的獨立性，它保守的地盤越來越大了。作為現代中國文學中的

一種思潮，古典主義牽制了新文學中浪漫頹廢的趨向，促使新文學在注重現實功利的同時注

意文學的本體建設，其積極意義是不能抹煞的。

順便交待一句，除了我們上面提到的文學群體，後來的錢鍾書、九葉詩人中的袁可嘉、唐湜



等、直至餘光中，他們的文論與古典主義也不乏相通之處。台灣學者侯健在1974年出版的

《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一書中，就把學衡派、梁實秋、錢鍾書的文學思想聯繫在了一

起。

在現代中國文學範圍內，古典主義的產生應歸結到後發國家回應被動現代化的方式上來。按

照美國漢學家艾愷（Guy Alitto）的定義，所謂現代化是指「一個範圍及於社會、經濟、政

治的過程，其組織與制度的全體朝向以役使自然為目標的系統化的理智運用過程。」21艾愷

的定義最大限度地剝離了西方經驗與現代化根本原則之間的必然聯繫，同時更多地考慮到亞

洲後發國家，因此，這一解釋性的定義對研究現代中國文學十分有效。現代化帶來了國家的

強盛和人民富裕，因而受到廣泛歡迎並被群起效仿。另一方面，現代化對任何事物唯一的價

值判斷標準乃是功利和效率，這就使它必然強調結果的評價和認知判斷，由此帶來了道德的

相對性甚至道德真空，造成人的物化、工具化，即馬克思所謂「異化」，馬爾庫塞稱之為

「單面人」。由於與人性全面健康發展的目標不符，現代化又不斷受到激烈的批判 。

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的後發國家，現代化進程是一個被動的、外來的和強加的過程，伴隨

著軍事入侵和經濟上的被掠奪，而且還與本國傳統發生劇烈的衝突。因此，現代化及其衍生

的觀念在喚起民眾的皈依熱情的同時，也激發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屈辱感，引發了民族文化的

認同危機。文化上的啟蒙主義和守成主義是現代化進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應，在近現代的中

國，這種反應的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文學。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主義者，積極引進西方先進思

想，致力於改造國民性，一路大呼猛進，披荊斬棘，創造了輝煌的五四新文學，啟蒙文學因

此也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主流。被動現代化，如同在其他非西方國家一樣，在中國也激起了

相反的文化守成主義思潮，從辜鴻銘、梁啟超到梁漱溟、學衡派諸人等，為數不少的知識精

英為本土和傳統文化張目。文化守成主義同樣尋求在文學上的表現，而古典主義為這種表現

提供了合適的敘事模式與思路。古典主義以張揚普遍、常態、傳統、秩序，彰顯和諧、均衡

為特徵，秉承超歷史的審美標準和倫理原則，適應了後發國家人民對精神家園的守望，對生

存根基的追尋，對自我身份的確認。

現代化是人類未曾經驗過的新事物，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對它表現出猶豫、不信任態

度，不斷發出置疑和反省的聲音。學衡派認為「西洋近世物質之學大倡，而人生的道理遂

晦」，科學實業不斷興盛，宗教道德的影響力卻日漸式微。因此人不知所以為人之道。他們

批評西方現代社會弊端叢生，「現代西洋人之人生觀，就大而言，似已失去重心，覺世間一

切無可信，一切不足信，精神飄流，隨波起伏」。22梁實秋指責道：「浪漫主義者有一種

『現代的嗜好』，無論甚麼東西凡是『現代』的，就是好的。」23他把這種現象斥為「現代

狂」。胡適主張現代的文學要講究「經濟」，詩要適應忙碌的現代人的需要。朱湘對此大為

不滿，稱之為「一種淺薄可笑的主張」，造成了「新詩發達上的一個大阻梗」，並針鋒相對

地說，「我們如想迎合現代人的心理，就不必作詩；想作詩，就不必顧及現代人的嗜

好。」24餘上沅在《新月》上這樣介紹當時最時髦的先鋒派戲劇：「有人說了，這是表現主

義（expressionism），生力主義（dynamism），活動主義（activism）；真正冤枉，真正愈

說愈糟！這不是甚麼主義，只是『混亂』。」25認為一味追求新奇的現代戲劇，裏面有的雖

是聲色和動作，但缺乏了必需的節奏和條理，那種聲色和動作便成為混亂。

京派作家與當下現實保持一定距離的姿態，使他們對直接介入社會政治的左翼文學和與物質

金錢聯姻的海派不感興趣，不屑於參與這種功利性的、頗有時代氣息的文學運作，而執著地

守護著文學的靈性，具有「回歸自然」的審美情懷。「愛與美」成為京派文學一個朦朧的追



求方向，表現出對城市文明的批判、對現代化的疑懼。對京派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吳福輝指

出26：

京派在對民族進行「過去」和「當前」對照時，他們仍採取以城市代表「當前」，以鄉

村代表「過去」的模式，肯定鄉村的文化和下層的人性，否定上層的文化和城市的人

性，認定前者是人性與自然的契合，後者是違背自然的人性扭曲。

在京派作家筆下，過去和鄉土充滿了田園牧歌式的情調，是人類詩意的栖居地，是優美健全

的人性世界。它已經和正在失去而必須被打撈與重現，以救治這個向「物化」一途片面、傾

斜發展的世界。他們試圖以文學、審美、傳統的力量來改寫、抗拒現代化的無情鐵律，為現

代化進程注入人性化的內容，糾正其一意孤行的趨向。如此說來，這其實已不啻於尋根及民

族身份的確認。

顯然，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對現代化的質疑決不是簡單的排斥否定，它和形形色色的

真正意義上的復古主義有本質的不同，嚴格地說，與艾愷所列舉的辜鴻銘、梁啟超、梁漱溟

之間也有很大差別，而屬於現代思想文化系統。按照人們習慣上新與舊的劃分，這裏的古典

主義屬於新文化、新文學一族，即使學衡派也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學界近年來已多有論

及），更遑論著西裝、操洋文、出入於文學沙龍的新月派和京派。他們的理想是把中西新舊

合理切實的東西融合、貫通起來，從而建立一種既不同於西方文化，又不同於中國傳統文

化，既避免西方文化的缺陷，又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優點的全新的現代文化。學衡派反覆表述

的就是這種理想，用卞之琳的話說即是「化古」和「化歐」，梁宗岱說的更明確：「我們現

代，正當東西文化（這名詞有語病，為行文方便，姑且採用）之沖，要把兩者儘量吸收，貫

通，融化而開闢一個新局面──並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非明目張膽去模仿西洋。」27這

是一種具有自覺的現代意識或以這種現代意識為主導的文化守成，作為知識份子的一種文化

理想與文化立場，它昭示著人類對於歷史與未來的一種審慎與穩健，具有某種前瞻性和未來

意義。其思想模式類似於貝爾（Daniel Bell）所謂「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文化上的保守主

義」 ，美國久負盛名的社會學家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Cultur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8年再版前言中表示他「在經濟領域是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義

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這種「組合型」思想結構，被當作一種典型的「現代思想

模式」已得到承認和重視。

進而言之，和文化啟蒙主義一樣，文化守成主義也是中國家現代化過程的必然產物，正如高

力克所指出的：「中國現代化思潮之『歷史』與『價值』二元主題的張力，產生了兩種不同

的趨向：學習西方（現代化）與超越西方（超越西方範式）」。28大體上說，文化啟蒙主義

及其文學敘事可以說是「學習西方」的模式，它基於西方發達這一事實，以為西方強大源於

其文化，而未深入地審視其文化存在的弊端。守成主義及其文學敘事則是超越西方的模式，

對西方文化持審慎、批判的態度。二者內在深層的互動互約制約著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的基本

取向，也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的基本結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文化守成主義在文學上的表

現，古典主義對現代中國文化的建設功不可沒。

既然是超越西方范式，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就不可能完全是西方古典主義的「複

製」。西方古典主義尤其是十七世紀法國古典主義依托於王權政治，帶有某種「立法」性

質，而現代中國文學中的古典主義則始終與政治保持距離，主要以審美理想和藝術原則的形

式存在，力圖以獨立不倚的自由姿態守護傳統的精神家園，維護文學的純潔和尊嚴。它以文

化、文學的自律原則為基礎，反對趨時媚俗，反對急功近利，來實現在守成中開新，推動文



學在藝術上的進步。就美學上的內容而言，西方古典主義對國家民族利益的強調，個人犧牲

的提倡，情感與義理的悲劇性衝突等重要特性也未受到現代中國古典主義者的重視。

在現代中國文學中，古典主義表面上有回歸傳統和「反現代」之嫌，但它的文化、文學訴求

中卻內存和流露出現代性觀念，即文學的獨立與自由，而要求文學無所依傍保持獨立與自

由，本身就是現代社會價值觀念的反映。其實，古典主義文學根本上乃是「現代」的產物，

在追求文明和進步，在努力使中國成為「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這一點上，它和其他文學思

潮沒有甚麼不同。自身具有並追求現代性卻反對他者的某種現代性幾乎是所有現代中國文學

思潮的共性，所以，古典主義的發生及立場態度上同其他文學思潮之間的差異與對立，不僅

是各自文學觀審美觀的分歧，更是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和程度的不平衡所造成的各自現

代性理解和選擇的差異，是現代性的矛盾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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